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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理想与公共意见的限制：
休谟的国家理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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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志国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犃狌狋犺狅狉：犡犝犣犺犻犵狌狅，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犘狌犫犾犻犮犃犳犳犪犻狉狊，

犖犪狀犼犻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犈犿犻犪犾：狆犽狌狓狕犵＠１６３．犮狅犿

本文得到如下基金项目的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国别政治思想史”（犖狅．

１３牔犣犇１４９）之子课题“英国政治思想史”、江苏省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基地资助。［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

狑犪狊狊狌狆狆狅狉狋犲犱犫狔狋犺犲狊狌犫狆狉狅犼犲犮狋“狋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犜犺狅狌犵犺狋狊犻狀犠犲狊狋犲狉狀犆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狅犳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狌狀犱犕犪犼狅狉犘狉狅犼犲犮狋“狋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犅狉犻狋犻狊犺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犜犺狅狌犵犺狋狊”（犖狅．

１３牔犣犇１４９）；犐狋 狑犪狊犪犾狊狅狊狌狆狆狅狉狋犲犱 犫狔 犑犻犪狀犵狊狌 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犛犲狉狏犻犮犲狅狉犻犲狀狋犲犱 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

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犅犪狊犲．］

感谢编辑部和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所给予的深刻而细致的评论，使得据此修改之后的论文

质量有了实质性提高。文责自负。

摘　要：休谟的国家理论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规范意义上的，即认为政治制

度有野蛮与文明之分，只有文明的政府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自由与繁荣，其

理想形式是经过科学设计的共和制政府；另一个是经验意义上的，即认为政

府权威建立在人们公共意见的基础之上，其形成有着自然的历史过程，并随

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之上，休谟一方面探讨

了商业、风俗及理性的发展如何影响人们公共信念的变化，进而推动人类政

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休谟指出，鉴于社会大众易受迷信

的影响，社会的明智之士应当采取“审慎的社会变革观”，在尊重传统和保持

权威的条件下推动正义和自由的实现，并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关键词：休谟　国家理论　共和　公共意见　商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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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狅犮狌狊狅狀犎狌犿犲’狊狋犺犲狅狉狔狅犳犼狌狊狋犻犮犲犪狀犱犮犻狏犻犮狏犻狉狋狌犲狊犫狌狋狆犪狔犾犻狋狋犾犲犪狋狋犲狀狋犻狅狀狋狅犺犻狊

狋犺犲狅狉狔狅狀狊狋犪狋犲．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犾狅狅犽狊犻狀狋狅狋犺犲狑狅狉犽狅犳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狋犺犲狅狉犻狊狋狊狊狌犮犺犪狊

犐狊狋狏犪狀犎狅狀狋犪狀犱犘犪狌犾犛犪犵犪狉狋狅犲狓狆犾狅狉犲狋犺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犎狌犿犲’狊狊狋犪狋犲

狋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犮犾犪狉犻犳狔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犾狅犵犻犮狅犳犪狀犪狋犻狅狀’狊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犫犪狉犫犪狉犻犮狊狋犪狋犲

狋狅犮犻狏犻犾犻狕犲犱狊狋犪狋犲．犎狌犿犲’狊狊狋犪狋犲狋犺犲狅狉狔犮狅狀狋犪犻狀狊犫狅狋犺狀狅狉犿犪狋犻狏犲犪狀犱犲犿狆犻狉犻犮犪犾

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狊．犐狀狋犺犲狀狅狉犿犪狋犻狏犲狊犲狀狊犲，狋犺犲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狊狔狊狋犲犿犮犪狀犫犲犮犪狋犲犵狅狉犻狕犲犱

犻狀狋狅犫犪狉犫犪狉犻狊犿犪狀犱犮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犐狀犎狌犿犲’狊狏犻犲狑，狅狀犾狔犪犮犻狏犻犾犻狕犲犱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

犮犪狀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狊狅犮犻犪犾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犳狉犲犲犱狅犿 犪狀犱狆狉狅狊狆犲狉犻狋狔．犐狋狊犻犱犲犪犾犳狅狉犿犻狊犪

狊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犾犾狔犱犲狊犻犵狀犲犱狉犲狆狌犫犾犻犮犪狀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犐狀狋犺犲犲犿狆犻狉犻犮犪犾狊犲狀狊犲，狋犺犲

犾犲犵犻狋犻犿犪犮狔狅犳狋犺犲狊狋犪狋犲狉犲狊狋狊狌狆狅狀狆狌犫犾犻犮狅狆犻狀犻狅狀狊犪狀犱犻狋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犺犪狊狋狅犫犲犪狀

犻狀狀犪狋犲犺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狆狉狅犮犲狊狊，犪狀犱犺犪狊狋狅犮犺犪狀犵犲犪犾狅狀犵狑犻狋犺犮犺犪狀犵犻狀犵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犪狀犱

狊狅犮犻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犎狌犿犲，狅狀狅狀犲犺犪狀犱，狆狅犻狀狋狊狅狌狋犺狅狑狋犺犲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

犮狅犿犿犲狉犮犲，犮狌狊狋狅犿犪狀犱狉犲犪狊狅狀犪犳犳犲犮狋狊狆狌犫犾犻犮狅狆犻狀犻狅狀狊犪狀犱狆狉狅犿狅狋犲狊狋犺犲犮犺犪狀犵犲

狅犳狆狅犾犻狋犻犮狊犳狉狅犿犫犪狉犫犪狉犻狊犿狋狅犮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犺狅狑犲狏犲狉，狅狀狋犺犲狅狋犺犲狉犺犪狀犱，犱狌犲狋狅

狋犺犲狆狉犲狏犪犾犲狀狋狊狌狆犲狉狊狋犻狋犻狅狀犪犿狅狀犵狆犲狅狆犾犲，犺犲犪犾狊狅狊狌犵犵犲狊狋狊狋犺犪狋 “狆狉狌犱犲狀狋

狆狅犾犻狋犻犮犻犪狀狊”狊犺狅狌犾犱狋犪犽犲犪狀犻狀犮狉犲犿犲狀狋犪犾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狋狅狆狉狅犿狅狋犲犼狌狊狋犻犮犲犪狀犱犳狉犲犲犱狅犿

犻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犪狀犱犪狏狅犻犱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狉犻狊犽狊．犎狌犿犲犱犲犪犾狊狑犻狋犺狋犺犲

犮狅狀狋狉犪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狋狑犻狀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狊狑犻狋犺犺犻狊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犿犪狀犽犻狀犱犻狀狋狅狋狑狅

犮犾犪狊狊犲狊狅犳“犪犫狊狋狉狌狊犲狋犺犻狀犽犲狉狊”（狆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犲狉狊）犪狀犱“狊犺犪犾犾狅狑狋犺犻狀犽犲狉狊”（狋犺犲犫狌犾犽

狅犳犿犪狀犽犻狀犱）．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犎狌犿犲，狊狋犪狋犲狋犺犲狅狉狔，狉犲狆狌犫犾犻犮，狆狌犫犾犻犮狅狆犻狀犻狅狀，犮狅犿犿犲狉犮犻犪犾狊狅犮犻犲狋狔

１．关于苏格兰启蒙思想这两种研究脉络的区分是由波考克（犘狅犮狅犮犽，２００５：２３５－２５２）做出

的。不过，波考克的区分主要针对的是剑桥史学派的思想家。我们认为如果放在更大的学术

研究范围内，这一区分同样也是成立的。波考克认为苏格兰启蒙思想这两个学派并不是对立

的关系，而是密切交织在一起，对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形成都有着重要影响。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于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政治思想的研究总

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脉络：１一方面，在尼古拉斯 · 菲利普森

（犘犺犻犾犾犻狆狊狅狀，１９７３：１２４－１４７）、约翰·罗伯特森（犚狅犫犲狉狋狊狅狀，１９８３：

１３８）、詹姆斯·摩尔（犕狅狅狉犲，１９７７：８３０）、内尔·马克阿瑟（犕犮犃狉狋犺狌狉，

２００７：７）等人的研究中，休谟的政治思想可以看成是对“公民人文主

义”（犮犻狏犻犮犺狌犿犪狀犻狊犿）的反应，他批评公民人文主义的“美德”和“共和政

体”观念，论证了商业在促进新的道德观念的产生及公民自由的形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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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福布斯（犉狅狉犫犲狊，１９９７：６）、哈康森

（犎犪犪犽狅狀狊狊犲狀，１９８５：２）、斯瑟芬·贝克莱（犅狌犮犽犾犲，１９９１：狏）等人则认

为休谟与来自欧洲大陆的自然法理学（犖犪狋狌狉犪犾犑狌狉犻狊狆狉狌犱犲狀犮犲）具有密

切关系，他继承和批判了格老秀斯、普芬道夫、洛克、哈奇森等人的自然

法学派学说，提出了一种完全世俗主义的“自然法理学”思想。两派学

者的探讨对我们深入理解休谟的政治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打

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将休谟看成是社会契约论的批判者的形象，改写了

人们对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认识。在以上两派的研究中，公民

人文主义的研究视角重视“财富与美德”之间的辩论，自然法学的视角

则更注重考察正义规范在建立社会秩序中的基础地位，它对休谟的政

府权威思想虽然有所涉及，但是并不占重要地位，不构成主要的辩论话

语，只是其道德观念和正义理论的补充。

２．本文并没有对休谟的“国家理论”和“政府理论”作明确的区分，而是将它们同等看待。与国

家理论密切相关的是“主权”和“政府”两个概念，一般认为国家必包含着“主权”，而政府只是

行使主权的机构。理查德·塔克（犜狌犮犽，２０１５：狓－狓犻）认为，现代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区分之一

是“主权”和“政府”之间的概念区分。在他看来，布丹、霍布斯和卢梭等人进行了区分，而格老

秀斯、普芬道夫和安贝·西哀耶士（犃犫犫é犛犻犲狔è狊）则不承认这一区分。休谟没有提出主权概

念，他对国家的功能、结构及权威等方面的论述与“政府”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强调休谟的国家理论的重要性。２这些学

者中，以伊斯特万·洪特（犐狊狋狏犪狀犎狅狀狋）、保罗·萨格（犘犪狌犾犛犪犵犪狉）的研

究最 具 代表性。洪特 （犎狅狀狋，１９９４：７２）以人的 “商 业 社 会 性”

（犮狅犿犿犲狉犮犻犪犾狊狅犮犻犪犫犻犾犻狋狔）概念为基础，批判和发展了约翰·邓恩关于洛

克和苏格兰启蒙思想的研究，他认为休谟不但认识到商业发展对于人

类自由和道德进步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且还与洛克一样担忧一个

放任主义的商业社会将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指出一个强有力

的政府权威对于稳定与繁荣的商业社会秩序来说有着根本的重要性。

洪特强调，休谟提出了一种颇具特色的自然权威（狀犪狋狌狉犪犾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理

论，这种自然权威有着与正义原则相对独立的基础，与正义理论一样构

成了社会秩序的核心原则。萨格在洪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休谟在

西方国家理论发展史中构成了与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有着根本差别的国

家理论范式。相对于霍布斯国家理论对“主权”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

“最后决定权”的强调，萨格（犛犪犵犪狉，２０１８：１３８）认为休谟否认人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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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哲学”发现社会秩序的最终构成规则。国家权威建立在社会中绝

大多数人的“公共意见”的基础之上，它的合法性依赖于特定社会中人

们的主观判断，休谟的国家理论具有“无主权的国家权威”的特点。

洪特、萨格等人对休谟国家理论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它使人们认识到单纯从自然法传统和古典共和主义的视角不足以概括

休谟政治思想的全貌，展示了休谟以“公共意见”为基础的国家权威理

论与霍布斯以“主权”为核心的国家理论之间的重要差别。不过，我们

发现，萨格关于休谟国家理论中对“公共意见”的强调和对“哲学”作用

的否认还面临一些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休谟在他的政治理论研究

中总是将国家的规范性方面和经验性方面联系起来，将二者并置。休

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３犱：３６０）以强烈的语气强调说：“这样的问题永远也不应

当忘记：什么是最好的？除了关于宪政政府中权力分配在不同部门这

样的问题之外，人们也不应当忘记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已建立起来

的？”与这一论断相对应，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４０）强调：“在所有的政府

当中，存在着永恒的公开和秘密的在权威和自由之间的斗争，其中任何

一方面都不可能取得绝对的胜利”。这些论述表明，在休谟的政治理论

当中，国家的规范性及国家权威的经验性构成了相互依赖的两个方面，

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会简化休谟国家理论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如果我们接受休谟政治理论当中规范性和经验性的双重面向，那

么就需要进一步解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休谟一方面认为政府的

权威建立在人们公共意见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类社会最

理想的政府形式是一种经过科学设计的共和制政府。前者表达了政府

建立的经验性基础，后者则表达了文明政治对于有效国家的需求。毫

无疑问，前者是经验性的，探讨的是政府权威何以建立以及如何保持稳

定的内在原理；后者是规范性的，探讨的是人类对于文明政治的渴望。

如果人类政治实践不放弃对美好政治的追求，那么“经验的”与“规范

的”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就会成为政治理论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

题。我们认为，休谟的国家理论不但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其论

述内容还构成了国家理论中最具创造性的部分，值得我们对之进行更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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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发的正义与政治权威生成的逻辑

休谟作为一个具有“范式”意义的哲学家，认为所有的科学都建立

在人性理论基础之上，遵循着从“人性”到“社会秩序的形成”，再到“政

治理论”的内在逻辑（徐志国，２０１７：５５－５９）。休谟的国家理论作为政

治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也应当从“人性”与“社会秩

序”的层次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在人类社会秩序形成的过程中，休

谟赋予了正义以十分重要的地位，认为它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休

谟（犎狌犿犲，１８２６犫：３８７）形容说：“由正义和美德及其附属部分所促进的

人类幸福也许可以比喻成一座拱形建筑。构成这座建筑的每一块石

头，按它自身的性质都将落向地面。整个建筑之所以没有倒塌仅仅是

由于组成它的每一块石头相互结合与支撑的结果。”在研究休谟的国家

理论时，必须首先探究他的国家理论与正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探讨在构

建人类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两者各自具有怎样的角色和地位。仔细考

察休谟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休谟认为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最根本

规范，但他的国家理论并不是其正义理论的附属物，而是构成了一个相

对自主性的范畴，与正义理论一起构成了人类社会秩序的两个相互支

持的环节。

３．“自私与有限的慷慨”这一对人性的概括是休谟在论述正义的产生时提出的。休谟（犎狌犿犲，

１８２６犪：２６４）写道：“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与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

备的稀少的供应。”

休谟认为，人类就其本性来说，既不同于霍布斯对人类“求利”、“求

安全”与“求荣耀”的概括，也不同于卢梭对原始人类“胆怯”性格与富有

“怜悯”心的描述，而是可以概括为“自私与有限的慷慨”。３休谟认为，

人们对于亲友是充满仁爱和同情的，但是在扩展到大的社会范围时，人

们的仁爱与同情就会变得十分稀薄，对各种物质利益的寻求就会发展

成为主要的行为动机。为了探索社会秩序的起源，休谟采取了“想象的

历史”的方法来理解人类社会秩序的起源。他认为借助于两性的吸引

和家庭生活的经验，人们会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认识到相互合作

的好处，达成以正义规则为内容的“协议”（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休谟认为，正

义包括合法取得财产权、公平交换和信守承诺三个重要的规则。正义

是一种规则，也是一种“人为”的德性，它并不存在于先天的人性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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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进行的一种自发的创造，并在人类同情

心机制的作用下发展、生成道德情感。在这种情感的作用下，遵守正义

规则的人会得到人们的赞赏，破坏正义规则的人则受到人们的谴责。

不过，休谟认为，人们遵守正义规则的最主要力量不是因为它是一种道

德，而是因为正义有利于人们实现长远的利益，自利才是人们遵守正义

规则的最主要动机。休谟对于正义起源的描述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

开创性意义。霍布斯认为，基于人类之秉性，人类和平惟有建基于强大

的主权者进行威胁的基础上，正义只是主权者的命令。洛克的正义原

则虽然先于主权者，但它的约束力却有赖于自然法的神义论基础。休

谟的正义理论以完全的经验主义为基础，论述了人类可以在长期的社

会生活中自发地创造出正义规则和正义之德。正义规则与正义之德的

产生先于政府，构成了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规范。４

４．杨璐（２０１５：８２）对洛克社会理论的神学基础和休谟社会理论的经验论基础之间的差别进

行了分析。

不过，休谟在强调正义规则基础性的同时，并没有将人类社会的政

府定义为对正义规则的补充，而是强调政府权威在人类社会秩序的构

成中具有不亚于正义规则的重要地位。休谟的论证包括两个方面：一

方面，政府权威对于维护人类社会秩序的公共利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另一方面，政府权威的产生有着独立于正义规则的内在逻辑。前者

可以称为政府权威产生的“功利原则”，它强调的是政府在促进社会正

义实施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后者则构成了政府产生

的“权威原则”，它描述的是政府生成的人性基础，两者共同阐明了休谟

国家理论生成的内在逻辑。

休谟（犎狌犿犲，１８９６：５４１）认为，从实施的角度来说，正义规范有着

内在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人类虽然可以通过正义原则“维系一个没有

政府的不开化的社会”，但是却无法维系一个规模较大的复杂社会。其

原因在于，人性当中含有很大的自私成分，虽然他们能够认识到遵守正

义规范的社会可以获得长远利益，但是人性却是舍远求近，在有较多财

物诱惑的情况下很容易违反正义原则。因此，如果没有外力的参与，正

义原则被破坏也就会成为经常的现象，甚至可能陷入霍布斯式的“自然

状态”之中。这使得政府的“发明”成为必要。“但是，当人们观察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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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规则虽然足以维持任何社会，可是他们并不能在广大的文明社会中

自动遵守那些规则，于是他们就建立政府，作为达到他们目的的一个新

的发明，并借更严格地执行正义来保存旧有的利益或求得新的利益”

（犎狌犿犲，１８９６：５４３）。不仅如此，休谟还强调，虽然从逻辑上来说，政

府的发明是为了执行正义，但是政府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并不

比正义的作用要低。在许多情境之下，维护政府权威对于公共利益的

意义比维护特定的正义原则更为重要，政府的解体所产生的对公共利

益的破坏会远远大于对于特定正义规则的破坏。休谟（犎狌犿犲，１８９６：

５４６）在比较构成正义原则内容之一的“许诺”原则和政府权威的作用时

说：“世界上即使没有许诺这样一回事，在一切大的文明社会中，政府依

然是必要的；而且许诺如果只有它本身的约束力，而没有政府的另外一

种强制力，则许诺在那种社会中将只有很小的效果。这就划分了我们

公共义务和私人义务的界限，而且表明，私人义务依靠于公共义务的程

度超过公共义务依靠于私人义务的程度。”休谟的论断表明，政府权威

并不是正义理论的附属物，它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当中具有独立的存

在逻辑。

休谟不仅认为政府权威与正义规则一样构成了维护稳定社会秩序

的核心原则，而且认为政府的产生过程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洪特

敏锐地将之称为休谟的“自然权威”理论。在休谟（犎狌犿犲，１８９６：３５４）

看来，人类对权威和等级的尊重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的尊

重倾向之中，“没有东西比一个人的权力和财富更容易使我们对他尊

重”。人性的这种对权力和财富的尊重并不是来自于希望从中获得利

益，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于拥有财富和权力者所产生的自然同情。“总的

说来，除了同情原则之外，不再有其他什么东西使我们尊重权力和财

富，鄙视卑贱和贫困”（犎狌犿犲，１８９６：３６３）。休谟批判了洛克社会契约

理论，他认为洛克将政府权威理论建立在“许诺”基础之上，不能为任何

现实的政府权威的稳定提供保障（犎狅狀狋，２００９：１４０）。休谟的确认为

社会契约可能是最原始社会的政治权威的来源，因为在最原始的社会

中，人们的财产稀少而平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使另一个人服从自

己的唯一方式是得到对方的同意。不过，休谟强调，在任何有记载的人

类政府的历史中，政府的建立过程都不是基于社会契约，而主要是经由

征服和篡夺。“人们不愿承认，所有的政府或起源于暴力、篡夺和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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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由时间得到承认，或有时通过一个看起来不完善的同意”（犎狌犿犲，

１９８３犳：５６３）。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依靠征服和篡夺建立起来

的政府因为有利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人们对于权威的天然尊重，逐渐

得到人们的认可，取得了合法性。

休谟关于正义的局限和政府权威功能与自然生成历史的论述表明

其国家理论是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范畴。他的国家理论虽然与其道

德理论及正义理论密切相关，但并不从属于他的道德理论，而具有自身

独立的逻辑。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国家与正义一起构成了维护社会

秩序的两个相互支持的维度。从政治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休谟继

承了近代西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与道德相对分离的传统，认识到政治

秩序在人类社会秩序的形成与构建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二、共和制政府：基于政治科学的合理构想

休谟国家理论的规范面向奠定在他的理性观念的基础之上。休谟

将自然科学家牛顿作为其理论上的榜样，他认为人类通过实验主义式

的严格的推理，可以发现人性及社会运行中的基本原则。正如约翰·

斯蒂沃特（犛狋犲狑犪狉狋，１９９２：４））和马克阿瑟（犕犮犃狉狋犺狌狉，２００７：１３）所论

证的，休谟的政治思想本质上是进步主义的，他虽然对于理性提出了批

评，但是并没有否认人们可以通过审慎的观念和推理，发现文明社会构

成的基本原则。休谟政府理论的规范主义面向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国家

的功能、政体科学原理的分析，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对于西方历史和现

实政治所进行的评论，具有理性和历史相互支撑的两个维度。

首先，政府应当把执行正义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其首要职责。休

谟（犎狌犿犲，１８９６：５４４）说：“遵守市民长官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是

十分必要的。”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执行正义，使违反正义规则的人

受到惩罚，政府的大量设施“除了实施正义没有其他目的，换句话说，就

是对那十二个审判员的支持”（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３７）。不过，执行正义并

非政府的唯一职能，政府还能主动促使人们订立某些协议，使他们同心

合意地促进某种公共利益。休谟举例说，两个邻人可以自发同意共同

去排一片草地中的积水，因为他们很容易发现如果两人不同心协力，其

后果就是两个人都要遭受损失。但是，“如果让一千个人同意那样一种

行为将是非常困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了。使他们同意这样一个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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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是很困难的，更加困难的是让他们去执行。每个人都在找借口，

使自己省却麻烦与花费，而把全部负担留给他人”（犎狌犿犲，１８９６：

５３８）。这时，政府的介入可以解决人们在集体行动中因搭便车而产生

的难题。

其次，政府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威以使其能够惩罚违反正义的人，促

进社会合作和维护国家利益。休谟认为，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要

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权威，弱政府会对社会秩序及自由构成根本的伤害，

文明社会必须要防止政府权威遭受破坏。自由虽然是社会完善的目

的，但“权威和自由一样是政府的必需，甚至也是维持自由本身的必需”

（犎狌犿犲，１９８３犲：３５６）。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不但对于维持基本的社会秩

序是重要的，甚至对于保障公民自由也是不可或缺的。过度的自由会

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休谟虽然并不反对人们拥有反抗压迫的权

利，但他拒绝为人们抵制政府的压迫提出一般性原则，认为反抗的正当

性“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由社会中的理性者根据必要性的程度进

行判断，“才能被承认”（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４９０）。

休谟不仅从理论方面清晰地分析了政府权威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执

行正义功能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在他的《英格兰史》和《政治

论文集》对于各种政治事件的评论中积极维护政府的正当权威，谴责那

些破坏政府权威的行为。在《英格兰史》中，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３犫：５２１）

首先将都铎王朝之前的英国历史称为“野蛮状态”，因为在那之前，英国

根本不存在稳定的宪制，无法建立稳定的政府权威。在诺曼征服之前，

几乎没有宪制，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３犫：５２１）形容说：“这样一种状态与野

蛮的自然状态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改进：暴力普遍盛行，代替了一般的公

正准则；这个时代的虚假的自由（狋犺犲狆狉犲狋犲狀犱犲犱犾犻犫犲狉狋狔）仅仅是能够不

服从政府；生命和财产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们，只好通过服务或附属于强

大的酋长之下寻求庇护，也或者通过组成自愿的联盟”。而在“大宪章”

签订以后的封建时期，君主无法压制封建贵族的力量，贵族并未成为自

由的维系力量，而是“主要的抢劫、谋杀和几乎所有种类流氓行为的教

唆者”（犎狌犿犲，１９８３犫：２７９）。休谟虽然对都铎王朝绝对统治中的一些

残暴与专断方面予以谴责，但总的说来他认为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秩序

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享利八世抨击了基督教会的统治，开始建立

王权的优势，伊丽莎白则建立起完全的绝对君主制，从效果上来说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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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的和平以及商业的发展。对于斯图亚特王朝直至１６８８年的这

一段历史，休谟虽然认为自己原则上是一个自由派，但是他对斯图亚特

王朝的君主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谴责议会领导

人，认为他们才是内战的罪魁祸首。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３犲：２００）认为，议

会领导人虽然在革命中以自由为旗帜，但是他们在共和主义和清教精

神的支配下，在革命中提出了极端的自由要求，这种自由如果实现，会

从根本上伤害国王行使其职能所必需的政府权威，而英国将成为一个

完全共和主义的政府。这种共和主义的政府，在休谟看来并不是自由

的实现，而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必须通过一个极端压迫性的权力才能重

建社会秩序。休谟认为，１６８８年革命建立的英国的自由政府并不像洛

克所说的那样是政府与人们之间签订的协约，而只是小部分的议会领

导人和国王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平衡的权力关系。在这些约定中，国王

的权力和议会的权力得到较适当的维护，这样的政府一方面保护了自

由，另一方面也拥有必要的政府权威，以维护社会正义、促进商业发展

和保护国家利益。

在政治与宗教论文和著作中，休谟同样将维护政府必要的权威放

在中心位置。休谟谴责１７４５年詹姆士党人起义，分析汉诺威王朝继承

王权的合理性，认为前者对稳定的政府权威构成了威胁，而后者则更有

利于公共利益。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３犳：５３１）认为，英国１６８８年政体虽然

是“人类可知的历史上最为自由的体系”，但是这种政体包括一些非制

度化的成分，并不完善。１６８８年政府是一种混合政府，包括以议会为

代表的共和制和以国王为代表的君主制两个部分。这种不同原则的混

合在实践中催生出了倾向于共和制的乡村党和倾向于君主制的宫廷党

两个党派。休谟以一个派别中立的学者身份加入了以博林布鲁克为代

表的乡村党人和以沃波尔为代表的宫廷党人之间的争论。在这场争论

中，乡村党人认为沃波尔等辉格寡头为了控制议会，以爵位贿赂等方式

腐化议员，有使英国政府转化为专制政治的危险。他们主张应当通过

改革选举制度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独立议会，使之摆脱政府的控制。休

谟更为同情宫廷党人维护政府权威的立场，他认为乡村党人很大程度

上误解了自由的真义，真正的自由必须要保持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平衡。

乡村党人对独立议会的要求必然会破坏政府的必要权威，从而破坏

１６８８年确立的混合政体，因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议会将使得君主无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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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必需的行政权力。休谟认为从制度上来说，在

１６８８年建立的英国宪政体制下，议会的权力过大，国王的行政权不足，

理论上来说议会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一项一项地完全剥夺国王的行政

权，使英国转化成一个共和国，而共和制已经被英国的革命实践证明，

会导致在可怕的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循环。宫廷党人利用爵位

贿赂议员是一种为了维护君主必要的行政权力而不得已的措施，因为

国王只能通过一些非制度化的“腐败”手段才能保持政体平衡。

休谟认为，为了保证政府发挥执行正义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理

想的政府应当一方面具有足够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要对自身的压迫性

权力形成约束。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１６）主张，政府体系可以通过精心

的设计以摆脱对特定政治家人格的依赖，“其结果有时候甚至可以像我

们根据数学科学进行推理一样具有规律和确定性”。由于人类的自利

性和派系的消极影响，在政治制度的设计过程中必须要坚持“无赖假

设”（犫犲狊狌狆狆狅狊犲犱狋狅犪犽狀犪狏犲）原则———这一原则并不是说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的行为是无赖，而是在政治生活中，基于派系斗争的影响，人们

的行为更为接近无赖原则。因此，在各社会阶级之间和政治机构之间，

尤其是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应建立相互制约关系。不过，这种制

约不同于古典共和主义所倡导的以议会为中心的政体，而是必须要通

过合作的方式保证有效的行政权的建立。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休谟

相信可以建立起一个权威与自由相协调的政府。

休谟根据政治科学原理，着手设计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共和政体，

这种政体因为消除了１６８８年政体的非制度主义方面，因而可以最大化

地实现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均衡。休谟的理想共和国采取的是一种代议

制式的联邦主义制度设计，这样可以使得共和制政府获得君主制政府

的规模优势，且易保持稳定，有利于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休谟

（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５２３）采取了多种制衡的制度设计，他尤其要使共和国

摆脱掌握国家权力的参议员之间的“共谋”（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与“分裂”

（犱犻狏犻狊犻狅狀），因为“共谋”会产生压迫，“分裂”则会弱化国家的权威，从而

使得共和国成为一个自由与权威相兼容的社会，适应于现代商业社会

的扩展（犕狅狅狉犲，１９７７：８３４）。不过，休谟提醒读者的是，他所提出的理

想共和国的设想仅仅是一种“智力探索”，并不应当在现实中据此模式

改革任何现实的政府，因为现实的政府的建立都受制于现实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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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人们公共信念的制约，“人类的绝大多数一直受治于权力，而非

受制于理性，他们绝不会把权力归于古人未曾推崇过的任何事物”

（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５１２）。

三、公共意见：政治权威的构成基础

休谟基于对人性的普遍性和人类理性的信心提出了文明社会构成

的基本原则。不过，休谟同时清醒地看到，任何现实的人类政府权威的

建立都不依赖于理性的规划，而是建立在人们公共意见的基础之上，即

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个体对于统治者的认可。人类的行为是受利益和道

德情感驱动的，所以只有当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对于政府在维护公共利

益方面的作用给予认可，并在道德情感上维护统治者时，人们才会自愿

地服从统治者的统治行为。人类对政府行为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作用

的看法和对统治者行为在道德方面的认可与人们的内在信念有着十分

密切的关系。不过，人们关于统治者的内在信念并不一定是合理化的，

它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受到宗教、传统、风俗、习俗、个

人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府权威的建立和稳定必须与建立在人们

个人信念基础上的公共意见相符合，才能在人们维护公共利益的理性

及特定道德观念的支持下保持稳定。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３４）认为，虽

然还有其他因素，如“自我利益、恐惧和情感”，“但是这些因素单独并不

能产生影响，而是必须与公共意见结合在一起”。

休谟关于政府权威建立在人们公共意见的基础上这一论断有着十

分重要的理论意涵，它意味着人们公共信念的构成及变化将会影响到

政府权威的稳定、构成及其体制结构的变化。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３３）

进一步区分了政治权威得以建立的三种公共信念，即关于“公共利益的

意见”（狅狆犻狀犻狅狀狅犳犻狀狋犲狉犲狊狋）、关于谁“拥有权力”（狉犻犵犺狋狋狅狆狅狑犲狉）的意见

以及谁“拥有财产”（狉犻犵犺狋狋狅狆狉狅狆犲狉狋狔）的意见。休谟认为，任何现实的

政治权威都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关于公共利益的信念更为

关键，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权

威；在此基础之上，政治权力占有的信念及财产占有的信念则决定了一

个社会何者有权掌握政治权力及采用何种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三种信

念如何影响政府权威的构成及变化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分析。

休谟认为，一个社会能够建立起统一的、稳定的政治权威的根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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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在于社会中大多数的人认为服从政府权威有利于社会的公共利益。

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同情，人们会赞扬那些服从政府的人，并对反抗政府

的行为予以谴责。如果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有利于维护公共

利益，就会为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提供条件和保障。５休谟认为，在野

蛮的古代社会，政治权威常常是非常不稳定的，既使出现了伟大的君

主，也难以长久保持有效的政府权威。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３犪：７４）称古英

格兰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具有完美人格的典范”，但是在那样一个野

蛮的时代，既使是他这样伟大的君主也难以建立起稳定的秩序，以致休

谟称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宪制”（犎狌犿犲，１９８３犱：３５５）。在大宪

章签订之后的封建时代，贵族成为社会压迫的主要力量，他们成功地阻

止了君主建立统一权威的努力。英国社会直到都铎王朝之后才开始建

立起稳定的政治权威，这一方面与都铎君主在统治中所采取的马基雅

维利式手段有关，但更重要地是与商业社会在那个时代的英国有了很

大的发展有关。在都铎时代，随着罗马法和大宪章所制定的保护财产

权的法律在英国的传播，商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民众

为了反对贵族的压迫，往往依赖正义和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人们

认识到一个稳定的王权对于维持社会的安宁、保护人们的财产以及促

进商业的发展是有益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正义和法律的需求便

与统一王权的形成结合起来。另外，商业及奢侈品的发展还会诱使贵

族追求生活的享受，财富用于提高自己的消费而不是用于维持自身的

政治权力，也会使国王凭借关税等措施增加自身的财富，从而使得国王

取得优于贵族的优势，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政治权威提供了可

能。总之，休谟认为政府权威的建立必须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尤

其是法律和商业的扩展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５．在论述政治权威时，休谟关于政治权威与利益的关系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在论述何为

理想的政府时，休谟将功利作为一种价值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根据其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的

作用进行设计；而在论述政治权威建立的基础时，休谟其实说的是关于“利益”的信念，即如果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政治权威有利于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人们就会服从政府，从而为政治权

威的稳定奠定基础。

在论述了统一的政治权威产生的社会基础之后，休谟又讨论了何

者有权占有政治权力的问题，用休谟的话来说就是“忠顺的目标”

（狅犫犼犲犮狋狊狅犳犪犾犾犲犵犻犪狀犮犲）。休谟（犎狌犿犲，１８９６：５５４－５６３）认为，对于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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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记载的人类政府来说，有五种主要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对于何者

有资格占有政权的意见。它们分别是：“长期占有”（犾狅狀犵狆狅狊狊犲狊狊犻狅狀）、

“现实占有”（狆狉犲狊犲狀狋狆狅狊狊犲狊狊犻狅狀）、“征服权”（狋犺犲狉犻犵犺狋狅犳犮狅狀狇狌犲狊狋）、“继

承权”（狋犺犲狉犻犵犺狋狅犳狊狌犮犮犲狊狊犻狅狀）、“实定法”（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犾犪狑）。维护古老的

权威和现存政府对于社会公共利益有着重要意义，政府的任何变动都

会对社会的各方利益形成重大影响，因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秩序，特别

是正义规则的实施，因而人们总是优先认可长期或者已经在事实上占

有权力的统治者。不过，功利并不是影响人们选择统治者的唯一因素，

人性当中有着对于伟大人物尊重的强烈倾向，也有着对于血缘关系的

天然联想，所以征服者的伟大和光荣与基于血统的继承权对于确立政

治权威都有着重要影响。实定法混合了功利因素和权威因素，一般是

在重要人物的推动下制定的，又与公共利益相吻合，所以也会成为影响

确定合法统治者的通则之一。如果统治权的占有与这些通则能够完全

或大体保持一致，那么君主的权威就会得到强有力的保障；而如果相互

不协调，那么就会引起统治权的争议甚至斗争，从而影响到政府的稳

定。

在分析了影响人们是否忠顺的统治者的各种因素之后，休谟又进

一步讨论了一个社会的财产分配状况对于政府权力划分和体制结构的

影响。共和主义者哈林顿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共和主义思想传统，认为

政府体制受到一个社会财产分配状况的影响。他批判霍布斯将暴力机

器作为权力基础的观点，他认为军队作为暴力机器是一个食量惊人的

野兽，必须要依赖财产喂养。哈林顿（犎犪狉狉犻狀犵狋狅狀，２０１６：５６）提出，一个

国家的政治体制是由该国的财产分配状况决定的，即“产权的均势或地

产的比例是怎样的，国家的性质也就是怎样的”。一个国家的财富如果

绝大多数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则构成君主制，如果统大多数财富掌握在

少数人手中则构成贵族制，如果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则构成共和制。

哈林顿考察了１７世纪英国的财富分配状况，认为英国社会的绝大多数

财富已经掌握在人民手里，因而英国必定会建立起共和制度。休谟批

判了哈林顿的这一思想，他认为财富与权力的分配并不必然成正比关

系，最终决定人们选择何者为统治者或行政长官的决定因素是人们的

信念。不过，休谟对哈林顿的批判是一种继承的批判，并没有完全否定

他的观点。休谟多次论述了财产在社会阶层划分和影响人们获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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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在《英格兰史》中，休谟描绘了都铎王朝时期，

随着商业的发展，贵族越来越多地热衷于奢侈的生活消费，这一方面减

少了他们的财富，另一方面商人和工匠则受益于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

通过勤勉的劳动而日益获得独立，并对于政治体制的权力构成形成了

重要影响。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３犱：３８４）说：“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城市增

加了，中产阶级开始变得富裕和强大，君主也因为法律得到默认的服从

而变得同样富裕和强大。虽然基于同样原因的进一步发展会建立一种

以众议院特权为基础的新的自由体系，然而在贵族的衰落和这种秩序

的兴起之间，主权者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获得了几乎绝对的权威。”随

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中间阶层会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他们通过所控制

的众议院会对王权形成更大的挑战和制约。不过，英国并未因此演变

成共和制。休谟强调，虽然在近代社会英国人民拥有着比君主更多的

财产，但是这些财产分散在许多人的手中，而君主的财产虽然在整个社

会中占比较少，但是却可以集中使用，因而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握在一个人手中比较起来少得多的财产显然可以与握在几个人手中

较多的财产抗衡”（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４８）。另外，君主的权势和威严等也

对人们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这些相互混合的因素加上历史的机缘使得

英国最终建立起混合政体。

四、渐进主义变革的逻辑：理想政治与公共意见的张力

休谟虽然基于其政治科学理论提出了理想政体设想，但他同时十

分清楚这只是哲学家心目中的一种设想而非政治现实。现实的政治权

威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哲学家的理性，而是一个社会基于历史的演化而

形成的政治现实和人们对于政治权威的公共信念的结果。如果缺乏现

实的条件支撑，以理想主义的方式改革政府只会带来政治权威的崩溃，

使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３２：３０６）虽然认为经过精心设

计的共和制是完美的政府，但是他却反对英国建立共和制政府，因为他

认为，“在我们国家，对它的任何尝试将只会产生无政府，它将会立即导

致专制主义的奴役”。而且，人们也无法确定选择何种类型的共和制，

最终只能由武力决定，其结果是由此引发内战，最终以一个更加专断的

权力的出现来重新建立秩序。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５３）甚至主张英国

如果在未来无法维持混合政府，他宁愿其在君主专制状态下死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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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休谟并不认为规范性的政治讨论没有意义，休谟一生对于文本表达

的要求精益求精，虽然多次修订和删去了很多他认为不适当的论文，但

是《政治可以解析为科学》和《关于理想共和国的设想》这两篇论文却始

终保留着。因此，休谟反对的不是规范性的政府理想，而是认识到文明

政治的演化与形成必须建立在社会演化和人们信念的变化的基础之上。

根据休谟的政治权威的信念理论，现实的政治权威向理想政治权

威演化的关键在于人们关于政治权威的公共信念的变化。若想构建一

个有效政府，其前提条件是公民的信念要支持这样一个有效政府。如

果说有效政府是一个有能力执行正义并能实现权力自我约束的政府，

那么民众需要具有正义之德，并服从政府的合法权威。

休谟认为，绝大多数民众的行为主要受到习惯的支配，所以塑造人

们理性的公共信念主要不能依赖哲学推理，而应当依赖商业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风尚的文雅化。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２６０）说：“要想产生那种

伟大的革命，使人类事物的面貌起千姿万态的变化，则需要有一个漫长

的历史过程，一个经历种种纷至沓来、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的长期演变

过程……那么，工业、贸易和艺术就会按照事物发展的最合乎自然规律

的进程来提高君主的权力，增进臣民的幸福，那种导致国富民穷的政策

乃是暴政。”古典共和主义者认为商业的发展会引发奢侈和个人对自我

利益的关切，从而使公民丧失积极的公民美德，从而导致自由的丧失。

休谟对商业进行了积极的辩护。在他看来，商业不但不是自由的敌人，

其作用正如古典共和主义的“美德”原则之于“共和国”，是现代政治文

明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犘狅犮狅犮犽，２００５：３２５）。

在休谟看来，商业的作用不仅能够增进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对

人类的理性化程度、道德、政治进步有着重要影响。商业经济是一种远

比古典共和国的奴隶经济更为平等的经济形态。在商业经济中，人们

从事日常的经营活动，必须要遵守公平的法律，遵循经济运行的规律，

这会极大地提高人们的理性精神。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２７３）说：“人类

的理性，在通过实践，以及通过至少像商业和制造业这类较为庸俗的行

业方面的试用而获得提高和进步以前，要想改进法律、秩序、治安和纪

律，并使之臻于完善，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商业的发展还会激

发人们的劳动热情，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

了解，从而使“劳动、勤勉和人道被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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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２７１）。于是，商业虽然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对个人自

由和私利的承认，但经过一系列的因果机制，最终提高了人们的正义感

和人道精神，使得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变得礼貌、理性和节制，为建立一

种文明的现代政治奠定了基础。

商业及其社会风尚的发展最终促进了自由与权威的双向发展，从

而塑造了人们对于公共政治生活的合理信念，影响并重塑了作为政治

权威基础的公共利益的信念、公共权力占有的信念和关于财产权利的

信念。首先，在商业社会中，人们会形成更为平等的精神，更为尊重正

义规则，因为正义规则构成了社会的基础，而且人们也会认识到一个有

效的政府对于执行正义和维护商业活动的发展及维护海外的商业利益

都是极其重要的。商业社会中人们所形成的理性、节制、礼貌及习俗也

会引导人们在政治生活当中自发地维护正义和服从政府的权威。其

次，在商业社会条件下，人们会变得更为理性化，在日常经济活动的锻

炼中更易于通过经验事实来修正自己的观念，从而以一种理性主义的

方式看待政治权威。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统治者的看法也

更为理性，不再过于迷信，而更为注重他们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

功能。休谟自己也运用理性主义的方式来分析汉诺威王朝的继承，而

不是僵化地固守传统信念。最后，商业的发展为混合的政治体制的建

立提供了社会条件。休谟认为，商业的发展催生出了一个不同于君主

和贵族，也不同于奴隶的中间阶层的商人和农场主。这些人的财富主

要来自于市场和公平的法律，更具有自由和独立精神，具有丰富的知

识。中间阶层的兴起为众议院的兴起奠定了条件，对君主构成了有力

的制衡，为现代混合政体的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总之，商业

的发展对于构成政治权威基础的三种公共信念的理性化都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商业社会及其伴随的现代社会风尚的发展，

想要形成一种现代的政治文明是不可能的。

不过，休谟虽然认为商业及社会的理性化对于一个有效的政治权

威的形成是基础性的，但是他认为理性的讨论和哲学的辩护仍然十分

重要。休谟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思潮相对于经济社会因素来说有着

独立的影响力，它们并不完全附属于相应的经济社会因素。休谟特别

指出了清教精神和共和思潮对英国革命的影响，认为这两种思潮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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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自由观念对革命的产生及其内战都有着重要影响。６在谈到科学

与艺术进步对人们观念的影响时，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５１）说：“也许可

以这样说，虽然人类受到利益的统治，但是甚至利益本身和其他所有事

物都完全受到意见的统治。在近五十年中，随着学习和自由的进步，人

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突然的和明显可觉察的变化。这个岛上的大多数

人，已经使他们自己摆脱了对名姓和权威的迷信。……仅仅国王的名

字只能获得很少的尊敬；将国王当做地球上人们的上帝代理人的言论，

或给予他任何以前让他在人们当中闪耀的神圣的头衔，只会引起每个

人的嘲笑。”同样，休谟对其生活的汉诺威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争论

是极其警惕的，他认为英国革命过程中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以及在汉诺

威王朝时期分化形成的乡村派和宫廷派之间的争论是危险的。休谟认

为他们误解了英国混合政体的性质，也误解了英国的历史及政治自由

的来源，他十分担心这种错误观念和政治行为会破坏英国自由政体，最

终颠覆英国已经建立起来的自由政体。休谟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抽象的

哲学家，而是希望做一个“文人”（犾犲狋狋犲狉犿犪狀），通过哲学式的政治讨论，

启蒙人们以更加理性化的方式看待政治事务。７借用现代的政治哲学

话语，休谟希望人们能够在政治生活中消除迷信，增进对政治生活的

“公共理性”。为了实现这一点，休谟一方面赞扬出版自由，一方面主张

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狋犺犲犾犲犪狉狀犲犱）和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社交家”

（狋犺犲犮狅狀狏犲狉狊犻犫犾犲）能够相互联系起来，从而使前者获得经验，使后者变

得更能明了人类事务的一般原理。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５３３－５３５）将

自己比喻成一个“从学术王国（犱狅犿犻狀犻狅狀狅犳犾犲犪狉狀犻狀犵）派到社交王国

（狋犺狅狊犲狅犳犮狅狀狏犲狉狊犪狋犻狅狀）的一名侨民或使者，以促进这两国之间的和谐

交流为永久职责”。不过，由于人性当中根深蒂固的迷信倾向，休谟认

为试图在政治生活中建立完全的理性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人们只能

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一目标，但是其实现永远依赖于历

史的机遇。

６．他在一封写给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你们的政府应当感谢一个人，他通过英国史的例子，发

现了自负的清教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政治后果。”（犆狅狀狀犻犳犳，１９７６：１００）

７．休谟的观念史传记作者哈瑞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休谟一生主要的努力并不是成为一个以

探究事物客观性为业的哲学家，而是希望成为一个“文人”。“休谟的目的是在‘单纯的哲学’

和‘现实世界’之间架起桥梁，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他虽然努力将人们从日常偏见和情感当中

解脱出来，但他并未牺牲哲学家的客观性”（犎犪狉狉犻狊，２０１５：１９）。

·７９·

共和理想与公共意见的限制：休谟的国家理论考察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休谟的政治哲学当中始终存在着规范逻辑和

经验逻辑之间的张力，这两个方面不能只取其一，少了任何一个方面都

会低估了休谟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程度。不过，这两种看似相互

矛盾的观点实际上并不一定构成直接的对立。休谟（犎狌犿犲，１９８５：

２５３）区分了社会生活中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一种是社会当中占极少数

的“最有用的和最有价值的”“明智之士”（犪犫狊狋狉狌狊犲狋犺犻狀犽犲狉狊），他们可以

用实验科学的方法进行“一般性的推理”（狉犲犪狊狅狀狅狀犵犲狀犲狉犪犾狊狌犫犼犲犮狋狊），

发现自然界以及社会发展的原则；另一种占社会绝大部分的民众则是

“浅陋大众”（狊犺犪犾犾狅狑狋犺犻狀犽犲狉狊），他们不习惯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精确的

推理，在日常生活中不加反思地接受社会业已存在的信念和习惯，因而

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具有保守倾向。这两种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各

有其意义，前者提供了社会的价值追求，后者则是社会日常秩序的维系

者。

休谟主张一种渐进主义的政治变革观。他说：“主权者必须把人类

作为他们本来的样子，而不能根据他想象的原则和方式进行任何猛烈

的变革”（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２６０）。政治家只可能在尊重人们既有政治信

念的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促进政治的发展。渐进政治改革的关键是

要在改革中将权威的保存放置在优先位置，“自由是社会的完善，但是

必须承认权威是生存之必须”（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４１）。自由是社会发展追

求的目标，但是政治权威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存在却有着根本的重要

性，也是实现自由发展目标的前提条件。如果政治权威解体，社会就会

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正义规则还是自由都会遭

到极大的破坏，最后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更加任性的权力来维持秩序。

明智的改革者应当在精心呵护政府合法权威的前提下根据理性主义的

原则进行审慎的改革，在自由与权威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推动政治文

明的进步。休谟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洞察政治、

经济、社会以及它们之间复杂因果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推进自由、正义

与繁荣的发展目标的实现。正如福布斯（犉狅狉犫犲狊，１９５４：６５３－６７０）所

说，休谟是一个“科学的辉格党人”，他反对粗俗和极端的辉格党人的自

由观念，主张自由与权威必须建立适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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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明的非线性发展：国家衰退的风险与挑战

休谟的国家理论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他不仅在政治权威的公

共信念理论的基础之上论述了人类社会从自然的政治权威向文明的政

府权威转化中所包含的内在原理，同时也指出了现代政治文明形成中

所包含的挑战。如果不能应对这些挑战，政治秩序将面临重新野蛮化

的可能。休谟认为，构成一个现代国家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

风险。

狂热的派系斗争是对人类社会政治权威的第一个重要挑战。残酷

的派系斗争伴随着众多古希腊共和国和古罗马共和国的始终，也是近

代英国内战和革命的起因。休谟认为，由于人们情感倾向、利益和信念

的不同，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会结成各种派系。派系生成的原因根植于

人性，是不可消除的。休谟并不反对所有的派系，他认为在社会生活

中，人们基于不同的利益而形成的利益派系是理性的，也是自然的。文

明政治并不需要消除所有的派系，事实上，适度的派系斗争对社会是有

益的，是一个社会进步和活力的源泉。“在《英格兰史》中，极端的党派

被批评，但是温和的派系被容忍甚至被赞扬”，“英国的乡村党人和宫廷

派，虽然常常对政府的统一构成威胁，但却是生活充满活力的主要原

因”（犛狆犲狀犮犲狉，２００２：８８１－８８２）。休谟反对的只是那些基于原则的分

歧而无法妥协的、对社会秩序的构成产生强烈威胁的派系。他认为，原

则派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哲学原则的分歧而产生的派系，一种

是在现代背景下因一神教的产生而形成的宗教派系。各种原则派系如

果再与利益派、情感派等结合到一起，就会构成最为狂暴的派系。强烈

的派系斗争会扭曲人们的道德观念，分裂社会，使人们无法认识到何谓

真正的公共利益。休谟认为，控制派系的危害不可能通过强制的方式，

而应当在政体设计中采取“无赖假设”和“联邦制”等原则，建立起派系

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将派系的力量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过，休

谟指出，仅通过制度设计无法控制派系的危害，应当从具体的历史条件

出发，通过商业的发展、社会风尚的文雅化以及科学、艺术的发展来消

除极端的派系斗争。休谟尤其对宗教派系的治理持悲观态度，认为不

可能通过社会的自发力量消除其极端特征，他主张“每一个文明社会，

必须有一个教会秩序，一个宗教的公共建制”（犎狌犿犲，１９８３犮：１３４－

·９９·

共和理想与公共意见的限制：休谟的国家理论考察



１３５），将宗教组织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防止宗教成为独立的社会力

量，消除其对于政治秩序的破坏（徐志国，２０１８：１３４－１５８）。

对人类社会政治权威的第二个重要挑战是国家的公共信用危机。

休谟虽然肯定商业社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认为商业社会条件下一些

新的因素的片面发展可能对政治生活构成严重威胁。１８世纪的英国，

政府为了发展海外殖民等事业设立由政府担保的投资公司向民众借

款，并由政府提供担保。休谟认为适度的公债对于增强政府能力和促

进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它过度发展就会带来危险。现实情况

是，政府发行债券导致了疯狂投机行为，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政府债

务。休谟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国家的自愿破产，即国家实行信用违约，

宣布放弃归还债权人的债务，从而使国家的信用得以重建。不过，休谟

发现，在当时英国社会，债务人和政府的执政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

益联系，这使得国家的自愿破产变得不可能。休谟认为，公共信用对英

国政府构成了极其严峻的威胁，最坏的情形可能会导致外敌的入侵，以

至于他声称按照这一趋势，“或者是信用毁灭国家，或是国家毁灭信用”

（犎狌犿犲，１９８５：３６０）。根据洪特（犎狅狀狋，１９９４：７３）的分析，“公共信用

兴起的原因是商业社会和国际政治领域之间不幸和危险互动的结果”。

在现代社会中，主权者的贪婪使其不断使用军事和外交等手段谋求对

外的利益和扩张，常常将国家拖入对外战争，引发外部危险。因此，在

休谟看来，英国的公共信用危机反映出了商业社会条件下现代政治所

需要面对的基本困境之一。国家权威建立在人们的公共信念的基础之

上，但是当非理性的公共信念与利益、权力及统治野心结合在一起，就

可能产生政治狂热，引发很大的政治风险。为了走出这种困境，社会需

要弘扬理性的声音，使得维持正义和稳健的政府成为主导的公共意见。

休谟对现代社会条件之下的第三个担心是极端自由观念和“弱政

府”的危险。休谟认为，在商业社会条件下，一个适当的政府应该既要

反对政府权力过大，也要防止政府权力过弱，前者使政府具有压迫性，

后者则使政府缺乏必要的能力完成其应有的职能。相对于休谟

（犎狌犿犲，１９８３犫：１７４）谴责古代英国封建时期“君主的奴役”（狋犺犲

狋狔狉犪狀狀狔狅犳狆狉犻狀犮犲狊）、“贵族的任性”（狋犺犲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犵狉犲犪狋），到了

近代，在自由政府建立和维持的过程中，休谟更为担心的是“大众的疯

狂”（犿犪犱狀犲狊狊狅犳狋犺犲狆犲狅狆犾犲）。休谟认为，一方面随着商业的发展，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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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产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增加了众议院的影响力，对

王权的绝对权力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在清教主义的自由观念、古典

共和的自由观念以及古宪法观念等“粗俗自由观念”的影响下，民众的

自由精神日益强烈并趋于绝对，对政府必要的合法权威形成挑战。休

谟对政府权威的担忧集中反映在他对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发生的“威尔克

斯与自由”事件的态度中。在这次事件中，威尔克斯受到民众的狂热支

持，三次当选议员，与政府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使得英国政府的权威受

到严重挑战。另外，当时的政府任用苏格兰人为亲信，社会上也因此掀

起了反苏格兰人的浪潮，休谟也因其苏格兰人身份而受到广泛批评。

在目睹了民众的“放荡和无政府状态”（犾犻犮犲狀狋犻狅狌狊狀犲狊狊犪狀犱犪狀犪狉犮犺狔）之

后，休谟认为，这是民众在“宗教式自由”的支配下的一种疯狂行为。休

谟表示，与这种无政府状态相比，自己宁肯生活在专制君主统治之下

（犚犪狔狀狅狉，１９８０：３７５）。休谟对极端自由的担心和对弱政府的恐惧实

际上遍及他对英国政治生活的观察当中，他对革命时期议会领导人的

过度自由要求予以谴责，对乡村派意图建立独立议会的做法表示批评。

休谟认为，鉴于在１６８８年政府体制中王权的弱势地位，人们必须小心

呵护其权威，防止英国社会堕入无政府状态当中。在他看来，弱的政府

不但无力维护商业的发展，也无法为人们的自由提供必要保障。

８．我们借鉴了贝尔和黑德穆勒（犅犲犾犾犪狀犱犎犻狀犱犿狅狅狉，２００９：１－１０）关于“以国家为中心”（狊狋犪狋犲

犮犲狀狋犲狉犲犱）治理体制和“以社会为中心”（狊狅犮犻犲狋狔犮犲狀狋犲狉犲犱）治理体制两个概念。

另外一个关于政治秩序的挑战休谟虽然没有很明确地提出，但我

们可以从他的政府权威理论当中推理出来。根据休谟的政府权威理

论，任何一个社会的政府都是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公共信念基础之上。

由于被统治者人数众多，统治者必须依赖于被统治者的承认才可能获

得合法权力。休谟的政府权威理论可以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而形

成两种不同特点的社会治理体制，即“以社会为中心”（狊狅犮犻犲狋狔

犮犲狀狋犲狉犲犱）的治理体制和“以国家为中心”（狊狋犪狋犲犮犲狀狋犲狉犲犱）的治理体

制。８在这两种体制中，休谟关于政府权威建立在公共意见基础上的论

断虽然依然有效，但是公共信念发挥作用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在前一

种体制中，国家对于经济社会力量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当人们的公共信

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理性化时，统治阶层为了保有权力，就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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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们信念的变化状况对政府的权力结构和统治方式进行调整。在

后一种体制中，统治者在公共意见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可以为

了自身的野心和利益采取各种方式操纵公共意见，对社会进行控制，甚

至发动对外战争和侵略。当代极权主义政治体系和威权国家的政治发

展表明，统治者可以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和控制人们的观念，

甚至操纵和控制社会的信息和观念体系，使人们对于政府权威的看法

脱离自然的进程，形成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政府

公共权威建立在人们公共信念的基础之上，但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

心严重向国家偏离，并由统治者决定和操纵。休谟的有效国家理论要

求国家与社会力量两者应保持适当平衡，一方面要反对过度的自由对

有效政府权威的伤害，因为只有在允许多种观念进行自由竞争的社会

中，政府在民众公共意见的影响下才可能向文明的方向演化；另一方

面，也要反对统治者对公共信念的过度操控，防止统治者的利益不受民

众利益的制约，使国家向非自由的方向发展。综上所述，休谟认为现代

文明政治必须要在社会对政府的影响和政府对公共信念的影响二者之

间建立适当的平衡关系。在这种体制中，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可以促

进政治体制的变革，使政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同时，统治

者采取一个积极主动的方式教育民众，弘扬正义观念，使民众的公共意

见更为符合公共利益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防止自由的任性，维护

政治权威的稳定。

六、结论：被忽视的国家理论范式？

休谟的国家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纠正了人们长期以

来认为１８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缺乏“国家”意识的错误观念，而且其国

家理论到今天仍然有着重要价值。在当代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

克、伯林、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中，自由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国家只是实

现这种自由的一种保障性条件，其存在形式受到自由原则的约束。主

流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常常遭到“弱国家”的责难。德国保守

主义思想家卡尔·斯密特认为，自由主义的重要特征是“规范主义”

（狀狅狉犿犪狋犻狏犻狊犿），其含义是“不断地强调使每一个国家权威的可设想的

表达都要屈从于成文的法律标准”（犛犮犺犲狌犲狉犿犪狀，１９９６：３０１），同时自由

主义者也试图以商谈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这使得其无法在国家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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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时刻有效地做出决断。福山（犉狌犽狌狔犪犿犪，２００４：１２９）则指出，西

方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由主义理论时忽视了国家建设

（狊狋犪狋犲犫狌犻犾犱犻狀犵），从而导致“弱治理”现象的出现。实际上，如果我们从

休谟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主流自由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规范主义特

征，他们将自由作为其核心理念，忽视了自由对于有效国家的依赖。概

括起来说，休谟的国家理论具有伯纳德·威廉斯所主张的“现实主义的

自由主义”色彩（田洁，２０１８：１７７－１８１），他一方面将自由作为社会完善

的目标，强调公共理性对于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强

调自由的实现不能依赖规划与设计，而必须在尊重传统与权威，在经济

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寻求。休谟始终对各类政治发展中的非

理性和野蛮化倾向保持警惕，担心人们因迷信和空想而摧毁传统与权

威，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休谟的国家理论的内容是丰富的，同

时也是复杂的，它将政体设计的科学构想与公共信念对政治变革的限

制两种核心要素以精致的理论形式整合在一起，具有深刻的启迪性，值

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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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犺犲犘狉狅犫犾犲犿狅犳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犻狀犇犪狏犻犱犎狌犿犲犪狀犱犃犱犪犿犛犿犻狋犺．”犐狀犕犪犻狀犜狉犲狀犱狊犻狀

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犜犲狀犈狊狊犪狔狊，犲犱犻狋犲犱犫狔 犠犻犾犾犲犿 犕犲犾犮犺犻狀犵犪狀犱 犠狔犵犲狉犞犲犾犲犿犪．

犃犿狊狋犲狉犱犪犿：犚狅犱狅狆犻．

犎狅狀狋，犐狊狋狏犪狀．２００９．“犃犱犪犿 犛犿犻狋犺’狊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犔犪狑 犪狀犱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犪狊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犜犺犲狅狉狔．”犐狀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犑狌犱犵犲犿犲狀狋，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犚犻犮犺犪狉犱犅狅狌狉犽犲犪狀犱犚犪狔犿狅狀犱犌犲狌狊狊．

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犎狌犿犲，犇犪狏犻犱．１８２６犪．犜犺犲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犻犮犪犾犠狅狉犽狊狅犳犇犪狏犻犱犎狌犿犲，犞狅犾．犐犐．犈犱犻狀犫狌狉犵犺：

犃犱犪犿犅犾犪犮犽犪狀犱犠犻犾犾犻犪犿犜犪犻狋．

犎狌犿犲，犇犪狏犻犱．１８２６犫．犜犺犲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犻犮犪犾犠狅狉犽狊狅犳犇犪狏犻犱犎狌犿犲，犞狅犾．犐犞．犈犱犻狀犫狌狉犵犺：

犃犱犪犿犅犾犪犮犽犪狀犱犠犻犾犾犻犪犿犜犪犻狋．

犎狌犿犲，犇犪狏犻犱．１８９６．犃犜狉犲犪狋犻狊犲狅犳犎狌犿犪狀犖犪狋狌狉犲，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犔．犃．犛犲犾犫狔犅犻犵犵犲，犕．犃．

犗狓犳狅狉犱：犆犾犪狉犲狀犱狅狀犘狉犲狊狊．

犎狌犿犲，犇犪狏犻犱．１９３２．犜犺犲犔犲狋狋犲狉狊狅犳犇犪狏犻犱犎狌犿犲，犞狅犾．２，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犑．犢．犜．犌狉犲犻犵．

犗狓犳狅狉犱：犆犾犪狉犲狀犱狅狀犘狉犲狊狊．

犎狌犿犲，犇犪狏犻犱．１９８３犪．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犈狀犵犾犪狀犱：犉狉狅犿狋犺犲犐狀狏犪狊犻狅狀狅犳犑狌犾犻狌狊犆犪犲狊犪狉狋狅

狋犺犲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１６８８，犞狅犾．犐，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犠犻犾犾犻犪犿犅．犜狅犱犱．犐狀犱犻犪狀犪狆狅犾犻狊：犔犻犫犲狉狋狔

犉狌狀犱．

犎狌犿犲，犇犪狏犻犱．１９８３犫．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犈狀犵犾犪狀犱：犉狉狅犿狋犺犲犐狀狏犪狊犻狅狀狅犳犑狌犾犻狌狊犆犪犲狊犪狉狋狅

狋犺犲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１６８８，犞狅犾．犐犐，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犠犻犾犾犻犪犿犅．犜狅犱犱．犐狀犱犻犪狀犪狆狅犾犻狊：犔犻犫犲狉狋狔

犉狌狀犱．

犎狌犿犲，犇犪狏犻犱．１９８３犮．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犈狀犵犾犪狀犱：犉狉狅犿狋犺犲犐狀狏犪狊犻狅狀狅犳犑狌犾犻狌狊犆犪犲狊犪狉狋狅

狋犺犲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１６８８，犞狅犾．犐犐犐，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犠犻犾犾犻犪犿犅．犜狅犱犱．犐狀犱犻犪狀犪狆狅犾犻狊：犔犻犫犲狉狋狔

犉狌狀犱．

犎狌犿犲，犇犪狏犻犱．１９８３犱．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犈狀犵犾犪狀犱：犉狉狅犿狋犺犲犐狀狏犪狊犻狅狀狅犳犑狌犾犻狌狊犆犪犲狊犪狉狋狅

狋犺犲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１６８８，犞狅犾．犐犞，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犠犻犾犾犻犪犿犅．犜狅犱犱．犐狀犱犻犪狀犪狆狅犾犻狊：犔犻犫犲狉狋狔

犉狌狀犱．

犎狌犿犲，犇犪狏犻犱．１９８３犲．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犈狀犵犾犪狀犱：犉狉狅犿狋犺犲犐狀狏犪狊犻狅狀狅犳犑狌犾犻狌狊犆犪犲狊犪狉狋狅

狋犺犲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１６８８，犞狅犾．犞，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犠犻犾犾犻犪犿犅．犜狅犱犱．犐狀犱犻犪狀犪狆狅犾犻狊：犔犻犫犲狉狋狔

犉狌狀犱．

犎狌犿犲，犇犪狏犻犱．１９８３犳．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犈狀犵犾犪狀犱：犉狉狅犿狋犺犲犐狀狏犪狊犻狅狀狅犳犑狌犾犻狌狊犆犪犲狊犪狉狋狅

狋犺犲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１６８８，犞狅犾．犞犐，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犠犻犾犾犻犪犿犅．犜狅犱犱．犐狀犱犻犪狀犪狆狅犾犻狊：犔犻犫犲狉狋狔

犉狌狀犱．

犎狌犿犲，犇犪狏犻犱．１９８５．犈狊狊犪狔狊：犕狅狉犪犾，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犪狀犱犔犻犫犲狉狋狔，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犈狌犵犲狀犲犕犻犾犾犲狉．

犐狀犱犻犪狀犪狆狅犾犻狊：犔犻犫犲狉狋狔犉狌狀犱．

犕犮犃狉狋犺狌狉，犖犲犻犾．２００７．犇犪狏犻犱犎狌犿犲’狊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犜犺犲狅狉狔：犔犪狑，犆狅犿犿犲狉犮犲，犪狀犱狋犺犲

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狅犳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犖犢：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犜狅狉狅狀狋狅犘狉犲狊狊．

犕狅狅狉犲，犑犪犿犲狊．１９７７．“犎狌犿犲’狊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狋犺犲犆犾犪狊狊犻犮犪犾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犪狀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

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４）：８０９８３９．

犘犺犻犾犾犻狆狊狅狀，犖犻犮犺狅犾犪狊．１９７３．“犜狅狑犪狉犱狊犪犇犲犳犻狀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犛犮狅狋狋犻狊犺犈狀犾犻犵犺狋犲狀犿犲狀狋．”犐狀

犆犻狋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狋犺犲犈犻犵犺狋犲犲狀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犘犪狌犾犉狉犻狋狕犪狀犱犇犪狏犻犱

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犜狅狉狅狀狋狅：犎犪犽犽犲狉狋．

犘狅犮狅犮犽，犑狅犺狀犌狉犲狏犻犾犾犲犃．１９８３．“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犘犪狉犪犱犻犵犿狊犪狀犱犛犮狅狋犮犺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犲狉狊：犃犛狋狌犱狔

狅犳狋犺犲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 犫犲狋狑犲犲狀 狋犺犲 犆犻狏犻犮 犎狌犿犪狀犻狊狋 犪狀犱 狋犺犲 犆犻狏犻犾犑狌狉犻狊狆狉狌犱犲狀狋犻犪犾

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犈犻犵犺狋犲犲狀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犛狅犮犻犪犾犜犺狅狌犵犺狋．”犐狀犠犲犪犾狋犺犪狀犱犞犻狉狋狌犲：犜犺犲

犛犺犪狆犻狀犵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狔犻狀狋犺犲犛犮狅狋狋犻狊犺犈狀犾犻犵犺狋犲狀犿犲狀狋，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犐狊狋狏犪狀

犎狅狀狋犪狀犱犕犻犮犺犪犲犾犐犵狀犪狋犻犲犳犳．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犘狅犮狅犮犽，犑狅犺狀 犌狉犲狏犻犾犾犲犃．２００５．“犜犺犲犚犺犪狆狊狅犱狔狅犳犘狌犫犾犻犮犇犲犫狋：犇犪狏犻犱 犎狌犿犲犪狀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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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狅犾狌狀狋犪狉狔犛狋犪狋犲犅犪狀犽狉狌狆狋犮狔．”犐狀犑犲犪犾狅狌狊狔狅犳犜狉犪犱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

犪狀犱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犛狋犪狋犲犻狀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犐狊狋狏犪狀犎狅狀狋．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

犕犃：犎犪狉狏犪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犚犪狔狀狅狉，犇犪狏犻犱．１９８０．“犎狌犿犲狅狀犠犻犾犽犲狊犪狀犱犔犻犫犲狉狋狔：犜狑狅犘狅狊狊犻犫犾犲犆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狊狋狅狋犺犲

犔狅狀犱狅狀犆犺狉狅狀犻犮犾犲．”犈犻犵犺狋犲犲狀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犛狋狌犱犻犲狊１３（４）：３６５３７６．

犚狅犫犲狉狋狊狅狀，犑狅犺狀．１９８３．“犜犺犲 犛犮狅狋狋犻狊犺 犈狀犾犻犵犺狋犲狀犿犲狀狋犪狋狋犺犲 犔犻犿犻狋狊狅犳狋犺犲 犆犻狏犻犮

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犐狀 犠犲犪犾狋犺犪狀犱犞犻狉狋狌犲：犜犺犲犛犺犪狆犻狀犵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狔犻狀狋犺犲

犛犮狅狋狋犻狊犺犈狀犾犻犵犺狋犲狀犿犲狀狋，犆犺犪狆狋犲狉６，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犐狊狋狏犪狀犎狅狀狋犪狀犱犕犻犮犺犪犲犾犐犵狀犪狋犻犲犳犳．

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犛犪犵犪狉，犘犪狌犾．２０１８．犜犺犲犗狆犻狀犻狅狀狅犳犕犪狀犽犻狀犱：犛狅犮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犛狋犪狋犲

犳狉狅犿犎狅犫犫犲狊狋狅犛犿犻狋犺．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犖犑：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犛犮犺犲狌犲狉犿犪狀，犠犻犾犾犻犪犿犈．１９９６．“犆犪狉犾犛犮犺犿犻狋狋’狊犆狉犻狋犻狇狌犲狅犳犔犻犫犲狉犪犾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犿．”

犜犺犲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狊５８（２）：２９９３２２．

犛狆犲狀犮犲狉，犕犪狉犽 犌．２００２．“犎狌犿犲犪狀犱 犕犪犱犻狊狅狀狅狀 犉犪犮狋犻狅狀．” 犠犻犾犾犻犪犿 犪狀犱 犕犪狉狔

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３狉犱犛犲狉犻犲狊，犔犻狓（４）：８６９８９６．

犛狋犲狑犪狉狋，犑狅犺狀犅．１９９２．犗狆犻狀犻狅狀犪狀犱 犚犲犳狅狉犿 犻狀 犎狌犿犲’狊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

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犖犑：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犜狌犮犽，犚犻犮犺犪狉犱．２０１５．犜犺犲犛犾犲犲狆犻狀犵犛狅狏犲狉犲犻犵狀：犜犺犲犐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犳犕狅犱犲狉狀犇犲犿狅犮狉犪犮狔．

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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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理想与公共意见的限制：休谟的国家理论考察


